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
—基于价值链视角的投入产出分析

王恕立，吴楚豪
（武汉理工大学 经济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摘   要：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下的分工地位一直不高，长期存在被发达国家“俘获”的问题。

那么，是否存在一种更适合中国的国际分工模式？文章通过对比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 14 国所处

的国际分工位置，深入探讨了“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和沿线国家国际分工地位的变化及其趋势。研

究表明：（1）“一带一路”沿线 14 国的产业互补性大于竞争性，且各产业的关联度较高，中国与“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能够帮助双方实现价值链的优化和升级。（2）“一带一路”合作平台能够帮

助中国实现价值链的中高端化和产业升级。（3）“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在完成自身价值链优化的

同时，也推动了“一带一路”区域性分工地位的跃升。文章为“一带一路”倡议的稳步推进和提升我

国的国际分工合作效率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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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复苏乏力，“逆全球化”趋势凸显，区域体制和美国新政府推

行的双边体制逐步盛行，全球价值链区域化特征更加明显（佟家栋等，2017）。面对持续严峻的开

放环境，加之经济下行的压力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阵痛”，中国经济面临重构开放经济新格局的

紧迫战略任务。2013 年 9 月，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积

极响应，为中国打破这个局面提供了新的经济机遇（李稻葵等，2017）。“一带一路”以和平发展为

初衷，旨在通过构建一个开放、普惠、包容、均衡的新型合作框架，实现区域内部的经济繁荣、文

明互鉴、基础设施共享。当前，中国已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展开深层次、多领域的国际合作，

“一带一路”作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发展的重要战略，能够培育我国的国际竞争新优势，推动我国

的经济体制改革，保障我国在现有国际秩序中的正当权利，加强我国在探索新型国际治理模式

中的话语权。那么，中国能否借助“一带一路”开放体系，推动区域性分工地位的提升，进而跃升

到原本由欧美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中的高附加值环节，从而实现其在全球分工格局中的地位提升呢？

长期以来，中国通过产业垂直化分工和承接产业转移的方式融入到全球价值链体系中，并

在全球价值链中被牢牢定位在了低技术、低附加值等底部环节。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处于

“被俘获”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容易丧失自身发展的自发性，而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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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竞争中越发处于不利地位，需要在新的发展框架中寻找适合自己的位置（Kaplinsky 和

Morris，2001；刘志彪和张杰，2009；王岚，2014）。随着 2008 年金融危机的爆发，美国主导的贸易保

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作为金融危机遗留下的“附带品”正走上历史舞台，现有国际经济秩序

遭到破坏（佟家栋等，2017）。为了确保我国在现行国际秩序中的正当权利，我国需要加快对外产

业对接和产业转型升级，重塑全球价值链新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技术革新、资金积累、

管理创新和发展对外贸易，已经拥有了一套独立从事科研和生产的配套体系，初步具备了独立

从事高附加值产品生产的能力（Kaplinsky 和 Farooki，2011）。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中

国渴望搭建一条具有包容性的“线性价值链”（Linear Value Chain），①在实现自身价值链中高端化

的同时，也推动区域性分工地位的跃升。“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开始携手“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共同参与对新型国际分工治理模式的探索。

目前，关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分工位置的研究还较少。在全球生

产网络和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大背景下探析一国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其方法主要有四

种：一是基于 Hummels 等（2001）提出的垂直专业化指数（VS），对各国不同行业的竞争力进行比

较（Hummels 等，2001；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2006；张小蒂和孙景蔚，2006）；二是利

用 GVC 地位（GVC Position）指数，通过对国内特定行业的出口间接增加值和国外增加值的比较

来衡量其在 GVC 中的位置；三是以出口产品复杂度作为衡量产业国际分工地位的指标（Hausman

等，2006；章韬等，2016）；四是采用产业上游度、贸易上游度来衡量产业国际分工地位（Antràs 等，

2012）。

探析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位置，可以让我们直观地认识“一

带一路”倡议的推行，是否直接提升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竞争力和国际分工地

位。本文以“一带一路”沿线 15 国为主要研究对象，构建国际分工地位的测算指标，试图从产业

层面探析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分工地位。本文的边际贡献可能体现在以下三个

方面：第一，以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研究主体，对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进行分析，

并拓展了“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分工地位的研究；第二，基于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

业关联度和互补性，阐述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补充了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

实 施 前 后 分 工 角 色 转 变 的 理 论 依 据 ； 第 三 ， 以 往 研 究 在 衡 量 一 国 国 际 分 工 地 位 时 大 多 采 用

GVC 参与指数和 GVC 地位指数，而本文采用非等间距出口上游度这一指标来衡量一国的国际

分工地位，这种方法从产业层面出发，考虑了贸易结构和附加值的影响，其测算结果更具说服力。

二、理论分析与指标选择

（一）理论分析

随着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发达国家通过转移一些非核心的业务和技术，将低附加值环节外

包给广大发展中国家，“迫使”发展中国家融入到全球价值链体系中，而发展中国家往往很难突

破这个限制，长期处于被“俘获”状态。与此对应，“一带一路”线性价值链则由中国引导，作为全

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更好地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同时，也不断地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提供技术支撑和资本输出，帮助其实现自身技术和价值链的升级。中国的经济大国地位是推进

“一带一路”倡议，重塑全球价值链新体系的最有力保障，但“一带一路”的顺利实施离不开沿线

各国的支持和分工合作（李丹和崔日明，2015）。“一带一路”新型国际分工治理模式是中国摆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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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俘获”式发展和促进国际分工地位跃升的关键，也是沿线国家攫取更多附加值的有效途径。中

国在“一带一路”区域分工模式中起到了“承高起低”的作用，依靠自身的研发创新和消化发达国

家转移的非核心技术，不断地嵌入高附加值环节，并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输出部分优质和“刚

需”的技术，为中国在“后经济危机”阶段寻求经济再平衡提供了新的战略支点，也为“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实现技术和价值链的升级带来了新的合作路径。

当今世界分工格局的主要形式依然是“南北”模式，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始主动融入到

欧美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程大中，2015）。加入 WTO 以来，中国积极融入到

欧美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体系中，但是长期处于“微笑曲线”底部的局面始终无法突破。目前，中

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亟需一种新的合作模式帮助中国打破长期被低端锁定的不利局面。作为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贸易国，中国累积了大量的资本，并且初步具备了独立从事高精尖行

业和高附加值环节的生产能力，为新型国际分工平台的搭建提供了技术和经济支撑，进而有机

会成为新型国际分工合作模式中的枢纽国（黄先海和余骁，2017）。中国制造业在“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中处于“领头羊”位置，“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中国价值链的升级提供了可能（孟祺，

2016）。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1：“一带一路”倡议能够帮助中国实现在欧美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中国际分工

地位的提升。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国内学者运用各种指标分析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互

补性和产业互补性。韩永辉等（2015）运用 RCA 指数分析了中国与西亚地区的贸易互补性和竞争

性，发现中国与西亚地区在产业结构和资源禀赋上具有高度互补性。但是，产业间的互补性是否

就能转换为两国产业合作互助的纽带呢？现有文献的结论并不清晰。由于“一带一路”区域的地

缘宗教等问题复杂，许多国家在选择对外合作方式时往往倾向于与中国单独签署双边合作协议

（丁剑平和方琛琳，2017）。这样，中国其实在“一带一路”的区域合作中扮演一个中枢的角色。中

国低技术制造业在融入全球价值链中实现了国际分工位置的跃升，而中高技术行业通过进口中

间投入品“被迫”融入到欧美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中，这意味着其面临被低端“锁定”的风

险反而更大（王岚，2014）。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各产业耦合度较高，且在中高技术制造

业上具有比较优势，这意味着“一带一路”区域合作为中国价值链的中高端化提供了一种新的途

径（徐梁，2016）。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2：“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的高关联度和高互补性可以让中国获得更多接触“高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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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前后的国际分工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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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分工环节的机会，从而实现价值链的中高端化。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发展不均衡，特别是中亚、南亚等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长期面临

发展资金不足、基础设施落后等问题，加之在传统的国际分工合作模式下，欧美发达国家对其提

供的经济支持也附带诸多限制性条款，使其在现有价值链体系下获利能力较弱。这就导致“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有意愿共建一种新型价值链以改变现有价值链格局（黄先海和余骁，2017；张远

鹏，2017）。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正是要构建一条新型价值链，不仅提升沿线国家的经济

发展水平和人民幸福指数，并且具有高度开放性，能吸收更多域外国家和地区加入。①“一带一

路”将中国优质的产能和广大欧亚非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技术和市场需求等结合到一起，

实现各领域的产业合作和战略对接，有助于形成以中国为枢纽的新型价值链（王亚军，2017）。

“一带一路”线性价值链立足区域自身资源禀赋和市场容量等关键特征，辅以各国政府的政策引

导，以实现区域间的产业升级和区域性分工地位的提升。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3：“一带一路”线性价值链有助于实现“一带一路”区域性分工地位的跃升。

（二）指标选择与说明

1. 显示性比较优势和贸易结合度指数。这一指标由美国经济学家巴拉萨（1965）提出，用来

衡量一国各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本文对传统贸易统计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进行修正，修正后

的 RCA 指数用贸易增加值指标替换了出口额指标。其表达式为：

RCAir =

(
Eir/
∑n

i=1 Eir

)(
Ei/
∑n

i=1 Ei

) ⇒ RCAir =
(ADVir/ADVr)(

ADVi/
∑n

r=1 ADVr

) （1）

其中，ADVir 表示 r 国通过 i 产业获得的国内出口增加值，ADVr 表示 r 国所获得的国内出口总增

加值，ADVi 表示所有国家通过 i 产业获得的国内出口增加值。

经济学家 Brown（1947）首先提出贸易结合度指数（Trade Intensity Index，TII），后经小岛清等

（1985）明确其统计学和经济学含义后，用来衡量两国的相互贸易依存度。其表达式为：

T IIab=
(Xab/Xa)
(Mb/Mw)

（2）

其中，Xab 表示 a 国对 b 国的出口贸易额，Xa 表示 a 国的贸易出口总额，Mb 表示 b 国的进口总额，

Mw 表示世界的进口总额。

2. 等间距与非等间距产业上游度及非等间距出口上游度。根据 Antràs 等（2012）和周华等

（2016）提出的等间距产业与出口上游度和非等间距产业与出口上游度 ，现构建指标如下：

∧
Ui = 1× Fi

Yi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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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 j F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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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n

j=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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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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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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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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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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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Uiv = 1× 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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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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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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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j
F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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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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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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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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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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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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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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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k j× V j

T j
F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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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Uxv=
∑n

i=1

Xi∑n
i=1Xi

×Uiv=
X1∑n
i=1 Xi

×U1v+
X2∑n
i=1 Xi

×U2v+…+
Xn∑n
i=1 Xi

×Unv （5）
∧

Ui Uiv

Uxv

其中，式（3）为等间距产业上游度（ ），式（4）为非等间距产业上游度（ ），式（5）为非等间距出口

上游度（ ）。这里，d i j 表示封闭经济下 i 产品在每单位美元 j 产品中所包含的部分，且 d i j≥0；

Yi 为总产出，Fi 为最终需求，Vi 为行业的附加值，Ti 为实际总产出，Xi 为 i 行业的出口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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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截止 2017 年，已有 10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到“一带一路”倡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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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说明

根据数据的一致性和可获得性，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世界投入产出表（WIOD，2016）、贸

易增加值（TiVA）数据库以及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本文选取“一带一路”沿线 15 国和 9 个发

达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分别为：中国（CHN）、保加利亚（BGR）、捷克（CZE）、爱沙尼亚（EST）、克罗地

亚（HRV）、印尼（IDN）、印度（IND）、匈牙利（HUN）、波兰（POL）、拉脱维亚（LVA）、俄罗斯（RUS）、斯

洛文尼亚（SVN）、斯洛伐克（SVK）、罗马尼亚（ROU）、土耳其（TUR）、美国（USA）、日本（JPN）、德国

（DEU）、英国（GBR）、法国（FRA）、意大利（ITA）、韩国（KOR）、加拿大（CAN）和澳大利亚（AUS）。

测算的上游度指标使用 WIOD（2016）最新发布的投入产出数据。该数据库按照国际产业标

准分类法（ISIC Rev. 4）分类，我们将 ISIC Rev. 4 二位行业编码与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的 SITC

Rev. 2 二位行业编码进行匹配，计算出 2011−2014 年 24 个国家的非等间距出口上游度。并参照

彭水军等（2017）的做法，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将 c5−c26 归为第二产业，其中 c5−c9 和

c22−c26 为低技术行业，c10、c13−c16 为中技术行业，c11−c12 和 c17−c21 为高技术行业。由于较

多国家缺少 c23（机器设备的维修与安装）、c25（水收集、处理及供应）和 c26（污水收集及废物处

理），因此本文测算的低技术行业为 c5−c9、c22 和 c24。

三、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分工地位现状

（一）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产业和贸易分析

从 RCA 指数的结果来看，中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小于“一带一路”沿线 14 个国家，而制造业

中的大多数行业则高于沿线国家（仅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印刷业，焦煤、成品油制品，基本金属

制品，电力、煤气和空调行业小于这些国家），而且大多数服务行业同样大于这些国家。在制造业

方面，中国与沿线 14 个国家存在更多的产业互补的可能。中国有 6 个产业具有比较优势，其中

包括 4 个高技术产业，分别为化学和化工制品、橡胶与塑料制品、电气和光学制品及交通运输制

造业。相比而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 5 个产业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且大多为加工、组装、能

源初级品输出等低附加值行业，这说明中国的高技术制造业较沿线国家更具竞争力。从服务业

来看，中国的邮政运输和金融业都具有比较优势，说明中国的基础配套设施更完善、货币金融体

系更稳定，从而能够更好地服务于两国行业间的深度合作。从非等间距产业上游度指数来看，我

国的制造行业在全球价值链所处的位置更靠前，说明我国的制造行业技术更为成熟，具备引导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产业对接的能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间的高互补性，

说明双方具备探寻新型国际分工治理模式的基本要素。对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言，双

方的友好合作是实现自身价值链升级、突破“俘获”式限制、确保经济平稳增长的必要条件。

表 1    2011 年 15 个产业的 RCA 指数和 2011—2014 年 15 个产业的非等间距产业上游度

RCA 指数（2011 年） 上游度（2011 年） 上游度（2014 年）

中国 沿线 14 国 中国 沿线 14 国 中国 沿线 14 国

农业 0.328 1.466 1.905 1.572 1.943 1.737

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 0.594 1.186 0.646 0.394 0.658 0.396

纺织业 2.733 1.413 0.824 0.724 0.809 0.849

印刷业 0.702 1.813 1.231 0.937 1.179 0.931

焦煤、成品油制品 0.304 0.969 0.604 0.453 0.625 0.551

化学和化工制品 0.767 0.684 0.921 0.617 0.813 0.690

橡胶与塑料制品 1.532 1.452 0.870 0.703 0.880 0.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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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 可知，①2011−2016 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 64 国的贸易结合度指数均大于 1，且保

持稳定增长的发展态势，这说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合作紧密，具有较强的合作

基础，而 2011−2016 年“一带一路”沿线 64 国对中国的贸易结合度指数介于 0.736−0.826 之间，

虽然起步较低，但是依然保持每年稳步增长的发展趋势，这说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的

贸易关系变得日趋紧密。综合观察两组指标后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双边的贸易结

合度指数都实现了大幅增长，说明双方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前景变得更加广阔。

由于目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正展开多个领域的合作，我们需要对“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各行业的关联度进行分析（皮尔森相关性检验）。②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发现中国在制造业（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上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且

“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双方的贸易关系变得日趋紧密。这样，中国能够发挥高技术行业的比较

优势，通过“一带一路”合作平台获得更多的从事“高精尖”环节的分工机会。

（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位置的测算及分析

表 3 使用三种不同指标分析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分工位置，③报告了“一带

一路”沿线 14 国 2011−2014 年全球分工位置的变动趋势，并以 2013 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续表 1  2011 年 15 个产业的 RCA 指数和 2011−2014 年 15 个产业的非等间距产业上游度

RCA 指数（2011 年） 上游度（2011 年） 上游度（2014 年）

中国 沿线 14 国 中国 沿线 14 国 中国 沿线 14 国

非金属矿物制品 2.319 1.595 0.815 0.894 0.754 0.938

基本金属制品 0.870 1.069 0.814 0.662 0.649 0.724

电气和光学设备制品 2.382 0.795 0.855 0.787 0.825 0.765

交通运输制造业 0.882 0.786 0.497 0.688 0.503 0.769

电力、煤气和空调 0.310 1.251 0.988 0.894 1.013 0.930

建筑业 0.894 2.267 0.265 0.597 0.271 0.560

邮政运输 1.250 0.977 1.777 1.616 1.815 1.531

金融 0.521 0.400 0.673 0.900 0.693 0.915

　　注：根据世界投入产出表（WIOD）和 TiVA 数据库整理得出。

表 2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 64 国的双边贸易结合度指数

年份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中国对“一带一路” 1.037 1.086 1.033 1.095 1.044 1.142

“一带一路”对中国 0.736 0.763 0.783 0.767 0.813 0.826

　　注：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整理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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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贸易结合度指数测算的 64 国分别为：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文莱、菲律宾、伊朗、伊拉克、土

耳其、叙利亚、约旦、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沙特阿拉伯、也门、阿曼、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巴林、希腊、塞浦路斯、埃及、印度、巴基斯

坦、孟加拉、阿富汗、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尼泊尔、不丹、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乌克

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摩尔多瓦、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

波黑、黑山、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马其顿。

②除了罗马尼亚（ROV）不显著外，其余所有国家的非等间距产业上游度间均显著正相关。

③ 等间距产业上游度和非等间距产业上游度都测算了 22 个行业，分别为林木业、食品烟草、纺织业、木材印刷、焦煤及成品油、化学制

品、药品、橡胶制品、其他金属制品、基本金属制品、电子光学设备、电气设备、汽车制造、电力、建筑业、陆管运输、运输仓储、邮政通讯、住宿餐

饮、电信业、金融服务业及教育行业。非等间距出口上游度测算了 WIOD 中 c5−c24 的制造行业（C23 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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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节点，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后各国分工地位的变动情况。从增长趋势来看，超过

50% 的国家实现了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其中增速最快的为斯洛文尼亚，降幅最大的为俄罗斯。

从中可以发现，三种指标所反映的趋势一致，非等间距出口上游度在“一带一路”区域实现了

2% 的增长，说明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沿线区域性分工地位有了一定的提升。从位置排序来看，

2014 年 的 等 间 距 产 业 上 游 度 介 于 1.783−3.824 之 间 ， 2014 年 的 非 等 间 距 产 业 上 游 度 介 于

0.727−1.197 之间，2014 年的非等间距出口上游度介于 0.499−1.203 之间。综上所述，“一带一路”

倡议实施以来，超过 50% 的国家实现了价值链地位的攀升，而俄罗斯却出现了大幅下滑。

自 2013 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的非等间距出口上游度得到了细微的提升，增长

率为 0.5%，而 2011−2012 年中国的非等间距出口上游度增长却并不明显。这说明“一带一路”倡

议实施以来，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有了一定的提升。“一带一路”倡议下，沿线 15 国的分工地位

整体上呈平稳向上趋势发展，沿线国家整体的非等间距出口上游度逐年上升，实现了 2% 的增

长。这说明在“一带一路”合作平台下，沿线国家普遍实现了区域性分工地位的提升。

（三）中国与发达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位置的对比分析

观察表 4 可知，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的重要一环，2014 年中国在发达国家

主导的 GVC 中排名第 5，处于中游水平。这个“特殊”位置让中国成为新型国际分工模式中的枢

纽成为了可能，因此中国能够借助“一带一路”合作平台获得更多接触“高精尖”环节的机会，实

现自我价值链的升级；中国在实现自身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的同时，也推动了沿线区域性分工

地位的攀升。虽然中国的非等间距出口上游度一度超过了美国和日本，且一直保持稳定增长的

态势，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有了“质”的跃升。

表 3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前后沿线各国的分工位置

等间距产业上游度 非等间距产业上游度 非等间距出口上游度

2011 年 2014 年 增长率 2011 年 2014 年 增长率 2011 年 2014 年 增长率

POL 2.430 2.486 2.2 0.848 0.882 3.9 0.665 0.737 9.9

ROU 2.140 2.170 −0.3 0.935 0.910 −0.4 0.810 0.731 −7.7

HUN 2.968 2.499 −8.9 0.990 0.876 −7.5 0.892 0.732 −8.6

IND 2.014 1.916 −2.5 0.743 0.727 −0.1 0.540 0.499 −4.7

LVA 2.147 2.310 6.2 0.817 0.886 8.0 0.580 0.602 3.2

IDN 2.000 1.981 −0.5 0.875 0.867 −0.5 0.880 0.819 −3.3

RUS 2.837 2.376 −8.7 1.080 0.873 −11.4 1.207 1.011 −10.1

SVN 2.411 2.912 11.5 0.920 1.119 12.4 0.763 1.079 24.4

TUR 2.190 2.318 0.6 0.831 0.875 0.7 0.605 0.775 2.8

CZE 3.054 3.294 6.3 1.034 1.118 6.6 0.860 0.994 11.5

HRV 1.791 1.783 −0.2 0.763 0.772 1.5 0.595 0.649 6.6

BGR 2.286 2.287 1.7 0.792 0.803 1.8 0.792 0.802 1.8

EST 3.163 1.030 0.894

SVK 3.824 1.197 1.203

CHN 3.531 3.620 1.9 1.078 1.082 −0.1 0.852 0.863 0.5

整体 2.446 2.596 0.7 0.900 0.934 1.4 0.772 0.826 2.0

　　注：根据世界投入产出表（WIOD）和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整理得出，增长率单位为 %。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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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同技术类型制造业的国际分工位置

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不同，第一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处的位

置也不尽相同。因此，探析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的提升方式和各技术类型制造业的分工

现状能够为我国产业和贸易结构的优化提供政策建议。

首先，我们来看低技术制造业。如表 5 所示，2011−2014 年中国已经牢牢占据了低技术行业

的榜首，这表明中国在低技术行业已经具备了完备的生产技术和配套体系，实现了低技术行业

价值增殖能力的跃升。这与王岚（2014）所述中国依靠纺织、皮革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成本优势

实现了绝大部分价值增殖的结论一致，也符合我国现阶段是“世界工厂”的现状。其次，我们来

分析中技术制造业。相较于低技术制造业，我国中技术制造业的竞争力明显不足，但中技术制造

业具有明显的资源导向型特征，对我国实现制造业中高端化的影响并不显著。最后，我们观察高

技术行业。如表 5 所示，2014 年我国在高技术行业的非等间距出口上游度为 0.721，排名倒数第

二。“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虽然我国在高技术制造业取得了年均 2.0% 的增长，但是较发达

国家而言，差距依然非常明显。我们从表 5 中可以发现，与我国不同，低技术行业排名第 3 的日

本（1.034）、第 8 的美国（0.751）和第 9 的德国（0.735）在高技术行业的排名却大幅反超。美、中、日、

德作为全球四大经济体，虽然它们在全球生产价值链的位置大致相仿，但其获得分工位置的方

式却完全不同，中国依然停留在依靠劳动力成本等低端要素实现国际分工位置提升的阶段。

表 4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前后中国的国际分工位置

国家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增长率

KOR 0.788 0.806 0.871 0.881 9.9

CAN 0.811 0.789 0.762 0.801 −2.4

JPN 0.812 0.809 0.836 0.839 3.3

ITA 0.673 0.752 0.762 0.792 9.0

GBR 0.844 0.850 0.879 0.880 3.8

DEU 0.865 1.348 1.096 1.030 −3.9

AUS 1.277 1.224 1.271 1.282 2.1

FRA 0.702 0.723 0.699 0.693 −2.3

USA 0.876 0.865 0.839 0.840 −3.6

CHN 0.852 0.856 0.855 0.863 0.5

表 5    中国与发达国家不同技术类型制造业的国际分工位置

低技术制造业 中技术制造业 高技术制造业

2011 年 2014 年 增长率 2011 年 2014 年 增长率 2011 年 2014 年 增长率

KOR 0.855 0.960 8.6 0.684 0.743 8.4 0.804 0.911 10.7

CAN 0.952 0.936 0.3 0.619 0.620 −1.3 0.761 0.754 −0.9

JPN 0.971 1.034 5.7 0.874 0.876 0.7 0.742 0.776 4.3

ITA 0.532 0.855 24.9 0.444 0.772 31.4 0.407 0.727 30.1

GBR 1.017 1.066 1.8 0.691 0.752 7.2 0.793 0.814 5.2

DEU 0.692 0.735 1.1 0.881 1.024 3.4 0.912 1.135 −7.0

AUS 0.829 0.837 −0.4 0.519 0.509 −1.0 0.788 0.849 7.0

FRA 0.645 0.677 0.5 0.763 0.683 −3.6 0.661 0.720 18.6

USA 0.746 0.751 0 0.751 0.736 −2.3 0.915 0.870 −4.8

CHN 1.072 1.096 −0.5 0.790 0.726 −6.0 0.711 0.721 2.0

　　注：根据世界投入产出表（WIOD）和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整理得出，增长率单位为 %。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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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不同技术类型制造业的国际分工位置。

首先，我们来分析低技术制造业。表 6 显示，“一带一路”合作平台下中国在低技术制造业

中处于绝对的“领头羊”位置，“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低技术制造业的增长率为−0.5%，

表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以通过承接产业转移的方式实现双方价值链的优化和跃

升。接着，我们来看高技术制造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技术制造业的竞争力普遍较弱，而中

国的高技术制造业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中国可以借助“一带一路”合作

平台接触更多的“高精尖”分工环节，依此来实现自身价值链的中高端化。“一带一路”实施以

来，中国高技术制造业的增长率为 2%，表明“一带一路”倡议的稳步推进能够为中国价值链的中

高端化找到一条合适的路径。

四、制约中国国际分工地位攀升的因素

（一）中国各技术类型制造业的出口占比

前文表明，2014 年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国际分工位置已经达到中游水平，但其全球

价值链分工位置提升的方式与发达国家截然不同。分析一国不同技术水平制造业在制造业出口

总额中的占比，能够让我们直观地了解中国与发达国家在出口技术类型上的结构差异。从表 7

可以看出，发达国家在高技术制造业上的出口额占比普遍超过了 40%。中国能处于价值链的中

游水平也与高技术制造业的出口占比密不可分。近年来，中国也试图改变进出口贸易结构，也有

一批具有创新技术的企业走出国门，如高铁技术的出口。2014 年中国低技术制造业的出口额占

制造业出口总额的 33.9%，排名第 2，说明纺织服装、印刷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出口占比依然较

大。因此，中国想要有“质量”地提升自身的国际分工地位，需要政府辅以合适的产业政策，为企

业营造一个良好的竞争环境和平台。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企业（特别是高科技企业）需要不断创

新，走出国门、勇于创新、敢于竞争。

表 6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 12 国不同技术类型制造业的国际分工位置

低技术制造业 中技术制造业 高技术制造业

2011 年 2014 年 增长率 2011 年 2014 年 增长率 2011 年 2014 年 增长率

POL 0.659 0.723 8.4 0.742 0.814 10.4 0.561 0.647 12.7

ROU 0.857 0.759 −4.8 0.630 0.778 22.0 0.839 0.631 −23.2

HUN 0.783 0.709 −4.0 1.179 0.974 −9.1 0.791 0.618 −9.9

IND 0.342 0.379 1.2 0.570 0.499 −4.7 0.440 0.417 −1.2

LVA 0.386 0.408 3.7 0.501 0.580 14.8 1.140 1.271 13.8

IDN 0.661 0.648 −1.4 0.920 0.891 −2.1 0.672 0.726 3.4

RUS 0.974 0.791 −11.0 1.238 1.050 −9.3 0.940 0.743 −14.2

SVN 0.808 1.206 35.2 1.012 1.389 19.8 0.735 1.066 25.7

TUR 0.536 0.609 −10.4 0.627 0.726 2.3 0.550 0.743 22.1

CZE 0.940 0.988 5.2 1.047 1.228 13.0 0.722 0.896 16.4

HRV 0.519 0.558 5.9 0.546 0.628 9.7 0.597 0.655 7.4

BGR 0.656 0.622 −3.5 0.382 0.305 −18.8 0.528 0.502 2.5

CHN 1.072 1.095 −0.5 0.790 0.726 −6.0 0.711 0.721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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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关因素分析

借鉴瑞士国际管理与发展学院 1991 年提出的影响国际竞争力要素，以及丁伯根和波伊赫

能（1962）的贸易引力模型，且考虑数据的连续性，我们选用上文测算的 9 个发达国家和 15 个“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研究对象，构建模型如下：

LogUxv=∂1Ln(pgdp)+∂2LnOFDI+∂3Ln(htProducts)+∂4Ln(T radeFreedom)+uit （6）

其中，非等间距出口上游度（Uxv）数据取自非等间距出口上游度的测算值，对外直接投资流量

（ OFDI） 数 据 来 源 于 《 2016 世 界 投 资 公 报 》 ， 高 科 技 产 品 出 口 额 （ htProducts） 和 贸 易 自 由 度

（TradeFreedom）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

1.基本回归。根据表 8 可知，从整体来看，人均 GDP（pgdp）与非等间距出口上游度显著正相

关 ， 表 明 一 国 经 济 的 发 展 水 平 会 影 响 该 国 在 国 际 分 工 中 的 地 位 高 低 。 而 贸 易 自 由 度

（TradeFreedom）却与非等间距出口上游度显著负相关，说明“后经济危机”背景下越开放的国家

往往从事越多下游的生产环节，而开放度较低的大多为生产上游的发达国家，这可能与以美国

为首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抬头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同的发展阶段等因素有关。与贸易息

息相关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却与非等间距出口上游度不相关，可能是因为 OFDI 对母国的逆

向技术溢出效应与投资动机密切相关，技术寻求型 OFDI 更容易产生逆向技术溢出（王恕立和向

姣姣，2014），而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主要以市场和资源寻求型为主。从高技术制

造业来看，人均 GDP（pgdp）和高科技产品出口额（htProducts）都是影响非等间距出口上游度的因

表 7    2011 年−2014 年中国及世界发达国家各技术类型制造业出口额占比（单位 %）

低技术制造业 中技术制造业 高技术制造业

2011 年 2014 年 增长率 2011 年 2014 年 增长率 2011 年 2014 年 增长率

USA 27.8 27.7 0.4 25.5 26.4 2.7 46.7 45.8 −1.7

FRA 28.8 29.1 1.9 22.7 21.6 −4.1 48.4 49.1 0.7

AUS 44.1 49.3 7.8 37.0 31.7 −10.2 18.7 18.8 0.1

DEU 20.4 20.1 0.1 22.0 21.0 −3.2 57.5 58.8 1.2

GBR 26.1 26.8 0.9 34.7 30.4 −6.4 39.2 42.7 4.9

ITA 32.9 33.6 1.8 28.1 26.1 −6.3 38.8 40.2 3.0

JPN 15.0 13.5 −6.1 24.8 24.6 0.9 60.1 61.8 1.2

CAN 24.8 24.2 0.1 41.0 41.9 1.3 34.1 33.7 −1.6

KOR 11.2 10.8 −2.3 27.0 25.8 −6.5 61.6 63.2 3.4

CHN 31.7 33.9 3.7 15.8 15.7 −1.1 52.3 50.2 −2.1

　　注：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整理得出。

表 8    2011−2014 年非等间距出口上游度影响因素分析（基本回归）

整体 整体 整体 整体 高技术

Ln（pgdp） 0.195***（4.25） 0.301***（4.84） 0.321***（4.91） 0.319***（4.63） 0.186**（2.30）

Ln（OFDI） −0.022（−1.04） −0.011（−0.4） −0.101（−0.3）

LnTradeFreedom −1.667***（−2.66） −1.685***（−2.73） −1.821***（−2.69） −0.541（0.68）

htProducts −0.478*（−1.72） −0.231（−0.61） 0.235*（1.789）

常数（C） 0.002（2.70） 2.933***（2.59） 3.179***（2.70） 0.6402（0.875） −1.228（−0.82）

adj.R2
0.162 0.228 0.206 0.223 0.2172

观测值 92 78 92 78 78

　　注：*、**和***分别代表在 10%、5% 和 1%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t 统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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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综上所述，中国需要加大对高科技产品的科研投入，培育自身的国际竞争新优势、勇于突破

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依靠科技实现经济和国际分工位置的相互推动。

2.稳健性检验。本文选用等间距产业上游度和非等间距产业上游度两个指标作为非等间距

贸易上游度的替代指标，分别进行稳健性检验。所得结论与上述结论基本一致，人均 GDP（pgdp）

和贸易自由度（TradeFreedom）是影响国际分工位置的两个重要因素。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比较了“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下国际分工地位的差异，描述

了中国借助“一带一路”合作平台实现价值链中高端化的事实，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

中国和沿线国家的国际分工地位的现状及趋势。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

国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在“一带一路”线性价值链中，中国更有机会接触到原本由发达国家

主导的 GVC 中的高端环节，这有助于打破中国长期处于被低端“锁定”的局面。第二，“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的产业关联度较强，且各行业间的互补性要大于竞争性，双方在各个领域都能实现

较好的战略对接和产业耦合，因此“一带一路”实现了区域性分工地位的攀升。第三，中国在“一

带一路”合作平台中扮演了引领者的角色，其产业和贸易结构大多优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且

制造业拥有绝对的技术储备支撑，可以通过产业转移、技术输出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

自身价值链的升级，推动区域性分工地位的跃升。第四，近年来，中国的国际分工位置有了一定

的提升，但提升的方式依然是以低技术制造业的传统优势为主，因此只有积极落实“一带一路”

倡议，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才能更好、更高效地实现我国国际分工地位的跃升。

“一带一路”分工合作模式对于中国实现产业升级以及价值链地位攀升能起到一定的推动

作用，但需要合理的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加以保障。第一，积极构筑中国主导的自由贸易区网

络，继续健全“一带一路”合作机制，消除贸易壁垒，实现“一带一路”区域内的贸易自由化、便利

化。第二，推进高端制造业发展，打造自身“高精尖”优势产业，完成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

的转变，转变制造业的发展方式，推动制造业服务化的进程。第三，加大对技术研发、创新等高端

环节的投入，培育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环节的竞争新优势，依靠科技创新、资本、劳动力和组织

等要素共同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提高对高新技术行业的政策补贴，鼓励高新技术企业走出国门，

以寻找最优的国际分工地位跃升路径。

当然，本文也存在一定的研究不足。由于目前 WIOD 数据库只更新到 2014 年，因此本文并

没有对中国如何通过“一带一路”实现分工地位提升的机制进行拓展分析，这也是未来我们进一

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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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International Division Status of Labor under the
Initiative of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An Input-Output

Analysis Based on the View of Value Chain

Wang Shuli,  Wu Chuhao
(School of Economics，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Wuhan 430073，China)

Summary:  Can China use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open system to promote the leap in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regional division of labor， then leap into high value-added links that cannot be involved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dominated by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and achieve a higher status in the global

division of labor? At present，research on the status of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for China and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countries under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initiative is still extremely scarce.

Analyzing the position of China and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countries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can give

us an intuitive understanding of wheth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initiative has dir-

ectly boosted both China and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countries’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 and the inter-

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and provided suggestions for the steady progress of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improvement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cooperation efficiency.

　　This paper builds an index of the status of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takes 15 countries along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as the main research object，and calculates the upstreamness indicators for 15

“One Belt and One Road” countries and 9 developed countries for the period 2011−2014，trying to analyze the

status of China and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division status of labor from the in-

dustrial level. Taking the proposal of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initiative in 2013 as a node，this paper dis-

cusses the status quo and trends of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in China and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countries before an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initiative.It comes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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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lowing conclusions：First，under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context，China has played a role in linking

up with others. In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linear value chain，China has greater access to high-end links

that cannot be addressed in GVCs dominated by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helps to break the long-term “locked-

in” situation. Second，the industries associated with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countries are relatively

strong，and the complementarities among the industries are greater than the competitiveness，and both sides

can achieve better strategic docking and industrial coupling in all areas. The region of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has achieved a leap in the status of the division of labor. Third，China plays a leading role in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cooperation platform. Its industry and trade structure is generally better than countries

along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and has absolute technical reserve support in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which is possible to help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upgrade their own value chain

through the industrial transfer and technology output，and promote the regional division status of labors.

Fourth，in recent years，the position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has improved somewhat，but the

way it is promoted is still dominated by the traditional advantages of low-tech manufacturing.The conclusions

of this paper provide the enlightenment for the steady progress of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promotion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cooperation efficiency. The enlightenments include

continuing to improve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cooperation mechanism，changing the mode of manufac-

turing development，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nd manufacturing，and increasing the support for

high-value-added high-tech industries. The above enlightenments have been highly concern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a corresponding strategy has been formulated.

　　In short，this paper mainly expands the existing research from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First，taking

China and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countries as research subjects，it analyzes its position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and expands the research on the status of China’s division of labor under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initiative. Second，based on the industry relevance and complementarity between China and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countries，it describes the necessity and inevitability of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ini-

tiative，supplements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China’s role in the division of labor before and after the imple-

mentation of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initiative. Third，previous studies have used the GVC participate

index and the GVC position index ，but this paper uses the index of non-equidistant export upstreamness to

measure the country’s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status. Starting from the industrial level，it considers the

trade structure and the added value，and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are more convincing.

Key words:  global value chain； input-output analysis； upstreamness； linear value chain； “One Belt

and One Road” initi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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